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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与干预：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  

薛攀皋 熊卫民

薛攀皋（口述） 熊卫民（整理）* 

摘要 本文回顾了1949-1976年间，中国高端党政机构和要员介入中国心理学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令其

多次起落、反复变化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独立自主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权力干预对于科学事业所造

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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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改革开放前心理学在中国的命运比较关注。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与社会学、摩尔根遗传学等

的撤消是从苏联那儿批发来的不同，心理学的撤消是正宗的中国制造——我问过好几位在苏联留学过的心理

学研究人员，他们都说，苏联党政系统没有对心理学发动过有组织的批判运动。第二，从1950年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开始筹备到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科的消灭，它折腾的时间很长。第三，

这期间，从正确到错误，又从错误到正确，反复了很多次。第四，决定这个学科命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权

力。谁有权，谁就能一票否决，决定这个学科的兴亡。第五，感同身受。自1951年9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

科学院院部科研管理部门工作起，我长期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亲身体验了心理学大批判运动的

冲击。 

1、丁瓒：心理研究所的筹建和降格 

在建心理所之前，先有一个筹备处。早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就责成宣传部长陆定一筹建科学院。从白区来

的心理学家丁瓒 和从红区来的化学家恽子强 协助陆定一工作，物理学家钱三强也参与其事。1949年11月中

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后，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属的20多个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机构，以此为基础

调整组建了第一批17个研究所，另设了3个研究所筹备处。心理所筹备处是其中之一，1950年6月向文委备

案。 

从当时的状况看，心理方面成立研究所条件是不够的。这得从心理学的历史说起。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就十

分关注心理活动并试图对它加以诠释，并且也有不少哲学著作曾探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但是，独立于哲学

思辨的现代心理学的创立，一般是以1879年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

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而中国引入现代心理学的历史更短。到1917年时，在校长蔡元培（他是冯特

的学生）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才开设心理学课程，并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20年，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现南京大学的前身）开办我国第一个心理学系。随后，许多高校开始设心理学系。这些系有的设在

理学院（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等），有的设在文学院、教育学院（如燕京大

学、辅仁大学、大夏大学等）。1929年，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中央研究院设立了国内唯一的心理学专门研究



机构——心理学研究所。 

虽然成立了不少心理学的教研机构，但由于战事不断，中国的心理学发展缓慢，学校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

心理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则更是人员分散，难以为继。1948年，该所所

长汪敬熙 请假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中研院曾多次函电促其返国主持所务，均无切实答复。1949年10

月，该院院务委员会决定，撤消该所，将仅存的一位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鲁子惠）并入医学研究所筹备

处，图书仪器也暂由该筹备处代管。于是，在中国科学院接管中央研究院驻上海办事处和研究所时，该所就

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心理所仍被积极筹备。这跟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的丁瓒是心理学

家，希望心理学在中国蓬勃发展有关。他联络了不少心理学家，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积极推动此事。竺可

桢副院长（当时兼计划局局长）似乎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在1950年3月的日记中写到：心理研究所筹备处是丁

瓒主张成立的，召开心理学专家会议讨论此事，也是丁瓒发动的。由于丁瓒是习心理学的，故急欲心理所之

能成立。“郭沫若已答应，所以势在必设”。[竺可桢，1989] 

心理所筹备处成立时，主任是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陆志韦 ，副主任为丁瓒、陈立、曹日昌 。1951年12月，

心理所正式成立，由曹日昌任所长。当时曹日昌还在院部工作——先当计划局副局长，后当办公厅副主任，

再后来又担任联络局副局长——这些都是重要的岗位，他去研究所的时间不可能太多。 

研究所建起来之后，起到了吸纳人才的作用。到1953年1月时，该所已经差不多有三十位工作人员。就在这

时，它突然从研究所降格为研究室。 

这跟丁瓒受处分有关系。他是中共南方局系统的老党员，曾经脱党，并一度被关押于苏州反省院。由于这个

历史原因，再加上一些工作作风方面中的问题，1953年前后他被开除出党（1980年才平反、恢复党籍），并

被调往心理研究所。我当时不是党团员，不清楚详细的原因。但明显是因为丁瓒的关系，心理研究所被降格

成了研究室。  

对于这样的降格，我个人认为大可不必。因为丁瓒只是心理所筹备处的副主任之一，心理所正式成立后，并

不兼该所行政领导职务。他只是在该所降格为研究室之后，才担任室副主任。我不知道张稼夫 如何看待丁

瓒。后者肯定是得罪了一些人，但降他的级未必要使心理所跟着降格。 

2、陆定一等：对心理所研究工作的全面干预  

1951年底，心理所把1952年度的研究计划呈报给中国科学院的上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务

院文委”），很快就有反应。1952年1月8日，政务院文委计划局科学卫生处给心理所发了一个有两页长的文

件——《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计划的一些意见》，对他们的计划基本予以全部否定。接着，12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委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陆定一在中南海召见曹日昌，亲自对此发表了意

见。 

陆定一的谈话和科学卫生处的文件内容差不多，均说心理所的计划脱离了中国的政治，脱离了中国实际。他

们认为，心理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应为批判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心理学流派——在他们看来，除了以苏联为首

的一些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心理学之外，其他的心理学都应该在批判之列。陆定一在谈话时还稍微留了点面

子，说除了心理卫生组可进行原拟计划的工作外，其他儿童心理组、劳动心理组、实验心理组和教育心理组

的计划都要重来，需要改订。科学卫生处的文件更是毫不客气，每一个题目，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从总的

研究方向到具体的研究内容、方法，全部否定。 

从1951年进科学院，到1980年代后期退休为止，我所见到的高端上级对基层单位研究计划的指示或干预，到

这么细致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次。 

这个意见下来后，心理所开了两次全所人员工作会议，讨论陆定一的指示和科学卫生处的书面意见。但最后

在《重订1952年度研究计划的初步意见》报告中，他们实际上还是原封不动——除个别因为人力原因暂缓进

行外，真正改动的题目几乎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服。虽然出于对上级的礼貌，他们在表面上还客气了一番，



说“基本上完全同意”科学卫生处和陆定一的意见和指示，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隐讳其不满，紧接着就指出科

学卫生处所提的部分意见在细节上“相当草率”、“有些片面”。 

我在大学没有读过心理学课程，并不懂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一看文委科学卫生处的意见，就觉得有些批评

牵强附会。比如文件对曹日昌领导的“小学儿童犯规问题的研究”作了批评。它武断地认为，“调查统计小

学儿童犯规的事实，分析其与年龄、性别、年级、普通智力、学业成绩、儿童人格……家庭环境、学校环境

等等之关系，这种形式主义的图表统计方法显然是不能得出什么结论，解决什么问题的。”它还质问曹日

昌：为什么在这个研究计划里，看不到马卡连柯在改造“问题儿童”上的成就和经验的任何影响？而且一点

也没有提到像马卡连柯那样把集体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作为改造“问题儿童”的基本方法。 

我教过一年小学，读过一本苏联的关于教育、改造犯罪儿童和流浪儿童的书，对马卡连柯(Aнтон Семнович 

Макаренко，1888～1939)的事迹和相关理论有所了解。他是苏联有名的特殊儿童教育专家，在十月革命后以

组建高尔基工学团或捷尔任斯基公社的方式收留了大量流浪儿童（他们的父母可能在革命中死去了）和犯罪

儿童，让他们过集体生活，接受道德品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心理所研究儿童在学校的犯规问

题，为什么非得用马卡连柯的办法，把他们集中起来呢？又把他们集中到哪里去？我请教了一些教育学家，

他们也认为心理所顶得有道理。 

心理所把计划重新报上去之后，上面居然也没怎么着。这件事情就这样没声没息的过去了。具体原因我一直

都不清楚，现在回过头来想，估计跟他们当时正忙于处理乐天宇，腾不出手对付心理所有关。乐天宇事件和

心理所抗辩事件基本同时发生。之后几个月，在开了几次生物学座谈会之后，中央就在机关报《人民日报》

上正式发表了第一篇以行政而干预学术的文章——《为坚持生物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这是赵沨 的

“杰作”，其后台是陆定一。 

3、周恩来等：心理所的任务要由心理学家来讨论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年中，心理所从事的仍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巴甫洛夫学说，批判旧心理学的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学习苏联心理学，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开展研究工作”。[赵莉如，1996]国内其

他心理学教研机构的情况更不好，在院系调整中（1952年），全国仅南京大学保留有心理系；另外按照苏联

模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设置了一个心理学专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心理系被部分合并过去；其他各大

学的心理系、组的人员多分散到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所属的心理学教研室、组。所以从数量上讲，心理学在

1949年后反而萎缩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然后，1955年下半年，高教部又打算停办南京大学心理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南京大学

心理系的教师们怎么安排？于是这些教师和中科院心理室的人串联，又筹划合并成立心理所。 

此事得到了中科院心理室的积极响应。在他们的努力下，12月9日，中国科学院第53次院务会议原则上同意在

征得高教部同意的情况下，将南京大学心理学方面的力量并入科学院心理室，建立新的心理研究所。 

12月10日，高等教育部致函中国科学院：“由于心理学干部需要数量不多，北京大学心理专业的毕业生已能

满足需要，因此，我部决定将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停办……为了发挥该校心理学教师的潜力，加强你院对心

理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我部特提出以下建议：1、将南京大学心理学教研室改为心理学研究所，并划归中国科

学院领导……” 

1956年上半年，心理学家们利用参与制订科学技术12年远景规划（其中包括有心理学方面的内容）的机会，

进一步确定将中科院心理室扩建为研究所。 

1956年2月，南京大学心理系停办，所有人员和设备都被并入中科院心理室。12月22日，心理室正式扩建成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由南京大学校长兼前心理系主任潘菽 任所长，曹日昌、丁瓒任副所长。 

成立新的心理所，马上又面临方向、任务的确定问题。科学院党组——这时候张劲夫已经来了，接替张稼

夫——就于5月18日向中央打了一个报告。请示报告提出，心理所的任务是：“在我国建立唯物主义的理论体

系，开展关于心理活动的物质本体、心理的发生与发展、基本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并与有关



业务部门合作，开展教育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军事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的应用研究”。这一

段话其实并不是院党组越俎代庖做出来的，而是心理室党组织商量之后报上来，院里再报给中央的。 

1956年6月19日，中央宣传部写了一个意见，除同意成立心理研究所外，还提出：“心理学对象、任务与研究

方法，是世界科学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因此，心理研究所成立后的任务，应该由心理学家来讨论，

科学院党组可以不必对此做出决定”。通过邓小平，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同意中宣部的意见。 

这个非常好的批复出现于陆定一在怀仁堂给文联和科技界作“双百方针”报告（1956年5月26日）之后。我

想，中宣部能写这么一个非常开明的报告，跟吸取苏联的教训，改变自己的作风有很大的关系。 

4、康生等：“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  

应该说1956年的这个批示是一个很好的转机，可不久之后的反右派运动又令“双百”方针名存实亡。1958年

时，更是对心理学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批判。这个批判是从教育口弄起来的，其背景之一是“教育革

命”。 

火从北京师范大学烧起。1958年7月底，北师大党委和教育系党总支发动了批判该校心理学教研室两条道路斗

争运动，教研室主任彭飞教授、副主任朱智贤教授和几位讲师遭到围攻。北师大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很快越出

校园扩及北京、天津，乃至全国。8月中，北师大连续召开三次千人以上批判大会。心理所的潘菽、曹日昌和

北京大学的唐钺教授等，也都被点名批判。批判的声势搞得越来越大，从学科的性质到任务，整个心理学科

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凡坚持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骨干，特别是老科学家，大都受到冲击，形成了人人过

关”的局面。[彭飞，1979]“更有甚者，强迫被批判的人写检查，在任意篡改检查者的原意后，又不经检查者

的同意，就公开发表了。有的被批判的人不仅当了‘反面教员’，而且在行动上也不自由了，到校外去开会

还得有人跟着；有的甚至免了职，罢了官，取消了党员预备期”。[彭飞，1979] 

在这次批判运动中，《光明日报》起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它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推波助澜，在一两个月的

时间内发表了40篇批判文章和详细的动态报道——通常一天四版的《光明日报》不时被扩成八版，然后用两

三个整版刊登批判心理学的文章 。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又以惊人的速度出版了北师大组织部分青年教师和

学生编写的两本《心理学批判集》。 

这里面出现了很多可笑的东西。比如，潘菽说过，有一些非常初级的心理活动，跟阶级意识没什么关系，很

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比如射击瞄准，是眼、手动作的协调，哪个阶级的战士都要经过这样的心理过程。资

产阶级的部队，有射击准确的，无产阶级的部队，也有射击准确的。而那些批判文章的结论是，心理学是党

性、阶级性很强的学科，是社会科学，所以它的研究只能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为了

保卫祖国，天天训练，所以射击就非常准确。批判文章还说，我们的劳动人民，冬天照样做工、种地，他们

不感觉冷。但有些富翁，他们冬天穿着皮袄，冬天还感觉冷，所以冷不冷是有阶级性的。还有人说，对于大

粪，资产阶级闻着臭，农民闻着香。真是闹了很多笑话。 

过去在学习、改革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是很正常的。比如，有的学了巴甫洛夫学说，用条件反

射来研究；有的想通过动物实验来研究研究人的心理。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写学术文章来进行商榷的。但1958

年的这些批判纯粹是胡搅蛮缠。它们点名将多位知名的心理学家当“白旗”拔掉，破坏了心理学正常的教

学、研究秩序，搅乱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科研教学人员和青年学生的思想，给我国心理学带来了一场严重的灾

难，使这个方兴未艾的学科濒临夭折。 

以前一直都由我负责联系心理所。突然间，领导告诉我，心理所的工作由中宣部直接管了，我们不必去联

系。我刚开始时还不明白，接着，就发生了心理学大批判之事。本来，按中国过去的作法，不同的系统，在

条条块块中间，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但这一次，一个大学的运动管到了其他系统，并把全国都鼓起来。所

以，我当时觉得很纳闷。一直到最近几年，在看了《朱智贤传》和彭飞的文章之后，我才知道，是康生在背

后点的火。 

那一年康生特别活跃。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他在全国活动了好



几个月。6、7月之间他到中宣部去，找该部负责人商谈“教育革命”运动从何入手。他提到，建国以来，我

国高等学校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从苏联教材翻译过来的，尤其社会科学的教材肯定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苏

联变修了，应该如何批判？他认为苏联的教育学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问批判运动是否就从教育学入手。中宣

部负责人不同意，说：不能批教育学，我们引进的是凯洛夫的教育学，它是斯大林时代搞出来的，如果批判

不就乱了嘛。他建议改批心理学。康生终于决定就以批判心理学为突破口。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搞唯物主义

的，什么心理学？！唯心主义应该批。[黄永言2000]康生还给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定调为：“心理学是党性

的、阶级分析的社会科学” [彭飞，1979]。康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名誉教授”，于是，批判运动就从该校

启动。7月初，中宣部将康生定的调子迅速下达给北京师范大学，该校党组织再发动党团员和要求进步的学生

批判老师。 

在经历1956年的大转折之后，中宣部的负责人又恢复了他在1952年时做法。在这两个180度大转弯之后有什么

蹊跷？我搞不清楚。这个人我一直都摸不透。 

5、胡乔木：对批判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予以否定 

这次批判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1959年1-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1958年的“批判运

动”进行纠偏，才把对心理学的批判停了下来。 

会后不久的3月13日，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在中南海接见了心理所的潘菽、曹日昌、尚山羽等

人。3月21日，他又接见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人。在这样的小范围内，他就“批

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肯定“在过去心理学批判中，把心理

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又通过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对

那些“揭露和批判”进行了反批评。 

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他说：“陆平同志说得好：‘管它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一门自然科学，还

是边缘科学，反正它是一门科学。’这个说法很开明。反正它是一门科学，就要加以研究。还要动员一些人

来对这门科学下点苦功夫”。关于心理学的阶级性，他说：“人的心理有共同的规律，比如感觉、知觉、联

想、记忆……这些心理过程在阶级消灭之后还会有”；“阶级性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点，说只有阶级性是错

误的”。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他说：“联系实际的工作要搞，理论研究也要搞”；“动物心理也要搞，

把人当作动物和把人当作与动物毫不相干，都是错误的”。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他说：“假如排除实

验，心理学又如何研究呢？”他还对批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若说农民闻大粪

和地主闻大粪感觉不同，也是说不过去的，地主闻大粪是臭的，农民闻着也不是香的，否则就不用搞化学肥

了，农民的房子里也不用贴些画、插些花了，光弄些大粪来就行了。冷热的感觉问题也是如此。太阳晒在资

本家的身上是热的，晒在工人、农民身上也是热的。”……  

据于光远和李佩珊透露，当时在中宣部内部，胡乔木下的断语更重。他毫不客气地评价说：在1958年以来的

各种批判运动中，以对心理学的批判最不讲道理。[李真真，1999] 

胡乔木还要求心理学家“在批判中应当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当采取攻势” 。他还强调，“学术讨论要说服

人。现在应当把复杂的问题摆出来，大家研究。把所有问题一一列出来，一一答复。多写几篇文章，进行宣

传” 。 

受胡乔木这两次讲话的鼓舞，3月31日，心理所特地邀请了北京有关单位的心理学工作者80余人座谈，对1958

年心理学批判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月11-16日，心理所、北大、北师大等北京地区的6个心理学

教研单位联合举办了学术报告会，继续探讨了相关问题。外地未经邀请的其他14个相关单位闻风而来，前后

共有400多人到会。而《光明日报》也开始登载潘菽、朱智贤等“白旗”们的声辩。[穆欣，1994]比讲道理，

秀才当然不会输给兵。心理学家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翻了身，而垂死的中国心理学也因此而重新得以焕发生

机。 

因此，后来心理所总结道：“这两次胡乔木同志的谈话，给心理学工作者很大启发，为扭转这次心理学批判



中的错误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赵莉如，1993]  

作为中宣部的副部长，胡乔木用这种方式来否定由中宣部部长和康生所主持的大批判，这里面想必还有更大

的背景，他后面恐怕还有更大的人物。但具体是什么背景我就搞不清楚了。 

6、姚文元：心理学遭受灭顶之灾 

对于1958年心理学批判运动，虽然1959年胡乔木在小范围里讲了话，1961年时各单位的领导还根据中央的统

一规定对相关“白旗”们进行了甄别和道歉，但运动本身的对错、是非，并没有任何主管部门或领导出面公

开表态。因而，对心理学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思想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地澄清。结果，这方面的流毒在“文化

大革命”中又得到了更大的爆发。 

在1965年10月、11月之间的两星期内，姚文元发表了两篇文章，左右开弓，一手打心理学，一手打《海瑞罢

官》。他化名葛铭人（“革命人”的谐音）化名写的《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一文，

以批判浙江心理学家陈立关于《色、形爱好差异》的实验报告为突破口，从方法论到任务，全面否定已有的

心理学研究，给它们贴上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反科学”、“伪科学”等标签。[葛铭人，

1965]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就不可收拾。心理所很快变得由“革命造反派”掌权，最后做出结论，心理学是伪

科学，心理所要撤消。该所三位副所长曹日昌、丁瓒和尚山羽全部被迫害致死。曹日昌受错误审查和批斗，

疾病得不到及时诊治，于1969年3月因肝癌不治逝世。他的夫人吴秀明（荷兰人，原名色尔玛）在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教英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心理所造反派非法关押，因不堪折磨，含冤自杀。他们的子女

则被下放到河北、内蒙古农村，文革以后被母亲那边的亲戚接到荷兰去了。“文革”的灾难使他们家破人

亡，他们带着无法医治的心灵创伤，再也没跟心理所有过任何联系和往来。 

心理所其他的研究人员则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北京实验生物中心、北京植物园等被撤消单位的人员

一道，被下放到位于湖北潜江的中国科学院五七学校，和我们这些旧院部的人员——所谓张劲夫“旧机关”

的“旧人员”——成了“战友”。 

心理所的所址——也即原来的端王府——也被人家给占了，所有的仪器设备也都没了。略微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当时把所有的图书都打包，委托院图书馆保留，所以那些书刊没有散失。 

在撤消心理所的同时，全国所有大学的心理专业或心理教研室都停止了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它们才

开始重新恢复。我国的心理学研究总共停顿了10年，而那10年正是国外心理学发展最快的时候。 

**

以上这就是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消灭心理学的过程。一个学科的兴亡由几个高级官员说了算，这为社会主义

国家所独有。而心理学科的撤消，则尤其为中国所独有。我讲述这段中国官员折腾心理学的历史，是希望人

们从中吸取一点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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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丁瓒（1910-1968），心理学家，江苏南通人。193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心理学系，随即去北平协和医院脑系科

做研究生，跟该系主任学精神病学，后留校任助教，并在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等单位创办心理卫生咨询门

诊。抗日战争期间，南下投身于林可胜先生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42年，任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

技师兼心理卫生室主任，同时还兼任多所高校的心理学副教授。1947年被选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作

访问学者及短期进修，并到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日内瓦和哥本哈根等地参观访问。此间，在美国芝

加哥、法国巴黎等地筹组了中国科协分会，团结和组织了不少学科学的中国留学生，这对后来促使这些科学

工作者归国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10月回到香港，不久后乘海轮绕开蒋管区经大连抵达东北刚解放的沈阳，

并于次年２月进入北平。在1927年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由于南通党组织遭破坏而失掉与党的联系，

1948年路过香港时又重新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代书记和办公厅

副主任、计划局副局长等职。 

恽子强（1899-1963），化学家，江苏武进人。著名青年领袖恽代英之弟，1924年6月毕业于东南大学文理科

化学系，后在河南、辽宁、广东、湖北、上海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和革命工作，1943年到延安，曾任延安自然

科学院副院长、华北工学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任院党组书记，并先后担任办公厅副

主任、编译局副局长等职。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学部委员。 

汪敬熙（1893-1968），生理心理学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3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

位。1924年归国，先后任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

长。1948年接替李约瑟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1952年卸任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威斯康星大学

任教直到逝世。 

陆志韦（1894～1970），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浙江吴兴县人。1920年在美国获心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东南

大学心理系教授、燕京大学心理系主任兼教授。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音韵学的研究

工作，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曹日昌（1911-1969），心理学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心理系，1943年考取庚款留英，1945年11月到英国

剑桥大学心理系作研究生，３年后通过博士论文考试。在英期间，他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剑桥地方组织，并

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８月，成为香港大学公开招聘的第一位全日制心理学教师。同时，还为中

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工作，1949-1950年间，联络、争取、帮助了大量在国外的科学技术人员回国。

1950年到达北京，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和联络局副局长等职。 

张稼夫（1903-1991），1952年12月底起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1956年5月调离。 

本节相关的文件、讲话、意见被摘要收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薛攀皋、季楚卿、宋振能，

1993]

赵沨（1916 - 2001），音乐教育家，时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处长。 

潘菽（1897-1988），心理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赴美攻读心理学，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

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心理系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兼心理系主任。1949年以后，历任南

京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等职。1955年6月，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委员。8月，

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心理学会的理事长。 

由《光明日报》刊出的部分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批判的激烈程度和进展状况：“批判彭飞在科学研究中的资

产阶级方向”（1958-08-14）、“彻底清算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1958-08-15）、“拔掉实验心理学这面

白旗”（1958-08-20）、“要拔掉西南师范学院心理教研组的白旗”（1958-09-18）、“北大心理专业也必须

来个彻底的革命”（1958-08-20）、“北京、沈阳、武汉等地师范院校心理学教师纷纷举行座谈表示要拔掉



白旗”（1958-08-25）、何其愷副教授是心理学教研组的一面白旗（1958-09-18）、“彻底拔掉普通心理学实

验这面白旗”（1958-09-18）、“中等师范学校心理学教学的资产阶级方向也要彻底清算”（1958-09-18）、

“北京五单位联合举行批判大会 旧心理学卫道者被驳得体无完肤 ”（1958-10-07）、“潘菽要引火烧身投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1958-10-07）、“曹日昌近期工作和著作中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1958-10-07）…… 

胡乔木谈话要点（1959年3月13日）、胡乔木对心理学的几点看法（1959年3月21日）.见[赵莉如，1993]，第

262-271页。 

同上。 

同上。 

 


